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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中培育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

与杜威和梁漱溟的当代对话

张华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摘要】当代社会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精神意识的变化：公共的价值规范和私人价值认

同之间的割裂、矛盾带来学校教育的挑战。学校课程相应的挑战是：如何回应社会现实的转

变从而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建立“自我-世界”的持续的、积极的关系？基于这一当代问

题，回溯到梁漱溟百年之前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汲取其对个性观念的认识进行阐释。同时，

鉴于杜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以及他的个性观念和梁漱溟个性观念的互通及互补，作者邀请

两位思想家进入到对这一当代问题的对话中，实际上是基于两位思想家的讨论，对个性观念

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在当代社会中一种新型的“自我-世界”观，即“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

性”的内涵，并指出其在学校课程中实施的价值和方法。

【关键词】个性；独特且具包容性；杜威；梁漱溟

一、中国当代社会变化带来的课程变革的挑战

当代社会四十年来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精神意识领域很大的变化。贺照田在其 2000年初

成文的《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中提出的问题至

今依然值得深思：“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

强理想主义教育，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社会在表现上却变

成了日常生活极易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语言和心态氛围极受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笼罩与干

扰的社会了呢? ”[1] 日常生活中的市场逻辑和消费主义渗透到教育领域，带来教育的功利化

倾向，即由学校、家庭、社会组成的教育实践主体的功利导向而忽略了教育最为本质的育人

功能。相应的，处于教育实践核心的主体——学生，其思想精神意识也处在很大的矛盾张力

中。一方面，学生有对真善美以及个体生命独特性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其个体生命的追

求又不得不被功利主义的洪潮所裹挟。学生的价值塑造过程因此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带来

学校教育的挑战。学校教育要传递的是公共的价值规范，简单地可以归结为团结、友爱、互

助、利他的集体主义价值。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价值则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

具有排他性的功利主义。在这一巨大的矛盾中，个人价值的塑造过程也处在极大的冲突中。

这使得八十年代的“潘晓讨论”中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矛盾解决方式在今

天依然能得到巨大共鸣。但这样一种“主观-客观”、“自我-他人”的简单二分是否可以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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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矛盾？在今天的学校课程改革中，应该如何去理解“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从

而缓解个人价值塑造中的矛盾冲突？更进一步说，学校课程改革如何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

建立“自我-世界”的持续的、积极互动的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需要

厘清“自我”和“他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在“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中理解

什么是个性，个性实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自我-他人/世界”的具

有互动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关系。

基于对以上现实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哲学视角来探索对缓解当代精神意识领域矛盾

有帮助的个性概念的内涵，发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和中国当代儒学家梁漱溟都对“自

我和世界”关系有深刻而互补的论述，本文并不旨在论述两位思想家的思想本身，而是基于

这个富有现实性的问题从两位思想家的论述中寻找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形成对“个性”概念

的新的认识，本文把这种思考路径称之为“对话”，并提出“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这一

概念，试图为上文所提到的“自我”和“他人”的二元对立或简单互通的思想模式提供一种

新的出路来缓解两者在当代社会中巨大的矛盾张力。[2]最后，本文提出学校课程的变革需要

为培养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发展开拓空间。

二、对话杜威和梁漱溟——一个比较教育哲学的视野

本文对个性教育内涵的探讨采用了作者称之为“比较教育哲学”的视野。[3]这种视野并

不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异同作出比较，所以不采用一般比较教育中基于某个逻辑框架进行

比较的方法。同时，这种视野也不对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评判。在过去西方哲学思

想的比较研究中，常常不可避免地站在某一方的哲学立场上来评论他方的哲学思想。本文采

用思想对话的形式，但“对话”并不真实存在，而是一种隐喻的说法，指的是以某个问题为

中心，通过作者对某一种或几种哲学思想的描述来回应这个问题，实现作者与讨论的哲学观

点的交流和碰撞。这种碰撞既发生在两位哲学家的思想阐述中，也发生在作者对哲学思想的

描述中，是多方的互动。[3]

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一个快速变动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的价值规范和私人价值认

同存在巨大割裂的状况下，如何在课程育人中帮助学生建立一个更加积极、持续和具有良性

互动的“自我-世界”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包容和建设性的个性观念，缓解社会公共价值和

私人价值之间的巨大分裂。杜威和梁漱溟出现在作者的研究视野中并不是偶然。杜威不仅在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建立之初对中国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很大程度

上就是在探讨个人与世界如何可以实现良性互动。除了教育界论述较多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经验与教育》之外，杜威还写过专门的著作《新旧个人主义》来阐述他的关于个人主义的

观点。[4]在这本著作中，他希望通过对个人主义观念的梳理来阐明他所倡导的个性发展的方

向，即如何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基

本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邀请被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加入这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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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并不仅是因为梁的东方的、儒家的背景，而是因为梁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观

点和这场对话的高度相关性。

三、杜威——兴趣、自我与他者

在作者对杜威相关论著的梳理中发现，杜威关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对话围绕着“兴趣”

这个概念进行。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指出，真正的兴趣养成实际上就是自我形成的

过程。[6] 真正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杜威对他提出的科学

的智力训练方法(the method of intelligence)的阐述。他认为，智力的训练需要培养真正的兴

趣。我们生活在每个新的当下，在不断翻新的当下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

用旧的习惯、思维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去开动脑筋，进行观察、分析、实

验、再观察、再分析，如此反复，直到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为止。这就是他在《民主主义

与教育》中提到的智力训练方法的简单表述。当问题解决之后，当下的情况又会发生改变，

又需要面对新的问题，如此生生不息，我们思维能力因此得到了锻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需要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因为不断翻新的当下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具有内在延续

性的，这也需要个人动用智慧去寻找延续性，向传统要经验；另一方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我们也不可能单打独斗，需要借助于他人的经验、合作、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促进自

我个性的发展和民主生活的生成。

在教育和民主的关系中，杜威强调培养个人真正兴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新问题的

发现和解决不是基于外部权威的指令，而是个体基于其独特的生活经验而产生的。兴趣的产

生是个体在发现问题后自觉产生了要解决问题的需要。在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个体自愿

地进行智力、情感、想象力的投入，从而和对象之间产生了不可分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对象发生学习兴趣之后自然产生的热爱之情和忘我之情。在这种情感占据

下，个体自愿进行艰苦的训练，可以忍受失败而继续尝试，当问题解决之时，个体和对象之

间的关系不光是战胜的关系，更是情感上的彼此的交融，兴趣得到进一步升温，自我的内涵

也因此获得扩展和丰富，所以杜威说兴趣的养成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形成。

在情感的丰富陶冶下，意义世界得以发现、拓展，人的内在精神力量也开始萌芽，并在

随后类似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得到加深。在充盈了精神愉悦和内在精神觉醒的活动中，个体所

感兴趣的对象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他者”，而成为了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的“他者”不仅指“我”之外的其他人，而是指一切当下的“我”所不熟悉、不了解的

人、事物、知识、情感等等。一个还潜藏在自我中没有获得释放的能量就可能是自我内部的

“他者”。而由他者构成了这个自我之外的世界，当自我越来越多地把他者融入到自我中时，

也就意味着自我所身处的世界越来越广大和丰富。

在杜威看来，要保持真正的兴趣，就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头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问题

中发现自我和他者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基于个人过去的生活经历，也基于个人和他者的互

动关系。在个人创造性地寻求和他者的联系时，全身心的投入状态使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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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模糊，从而丰富了既定的自我内涵。在这样的兴趣主导下，个人的经历变得生动而富有

意义。因此，自我的形成，实际上是自我不断地吸收他者、融合他者并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的过程，杜威把这一自我的形成称之为“社会我”（social self）。[2]

四、梁漱溟——内在精神的自觉

如杜威所说，既然我们需要在外部世界中丰富生活经验、培养兴趣来养成个性与自我，

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如何可以实现杜威提出来的自我的

延续性而不是自我的断裂呢？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形态发生极大

的、快速的改变，旅美人类学者刘新（音译）就提出了“自我的他性”的概念，即在急剧变

化的当代中国环境中，个体很容易就迷失了自我，个体的经历常常是断裂的，自我可以呈现

出互不关联的多面。[7]这时，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精神的自觉可以回应这个问题。[8] 我们知

道，个体生活和外部世界一直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动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当下的生活都是新的。

这是梁和杜威一致的地方，但他对杜威止于在生活经验中发现新问题而解决新问题的观点提

出了质疑。这种思路是否会让人疲于解决各种不断出现的问题而失去方向？是否在变动不居

的世界中，个体需要寻找某种不变的东西作为自我发展的根本？是否对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认

识还需要有更为深层的思考？

梁漱溟在其晚期著作《人心与人生》中指出，我们需要在生生不息、不断翻新的当下生

活中发现内在变动不居的东西，也就是发现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根本困境并企图去突破这种困

境，在这种不断突破的尝试中开拓人性内在潜存的力量。[8] 尽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独特

的生活世界中，但能否超越这种独特，发现“我”和“我”之外的“他者”的普遍处境，从

而实现宇宙间普遍生命的融通？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存在着普遍一致的个人命运，这

将导向虚无主义，教育也就无意义。[9]相反，梁先生企图告诉后人的是：每个独立的个体都

需要学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中去思考自己人生的处境，在这种深入的思考中发现个体生存

的使命感。当然，这种思考必须基于个体对当下、过去和未来所处的独特的生活世界的敏锐

洞察，但又不羁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形成强大的内在权威，在当下的生

活世界中主动地、有计划地实现内在自觉感召下的人生使命。这种使命感是属于自我的、独

特的，同时是在一个开放、包容的视野中形成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自我和世界的

相通无隔，自我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才可以成为内在的要求而生成。

梁漱溟说，人的认识分两种：意识和自觉，或说理智和理性。两者如何区分？我们可以

从他人的生活经验中感知到精神力量对他人生活所发生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榜样的

作用。但对他人的精神力量的认识和感知还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只有把这种意识纳

入自我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才成为个人的自觉。意识是对外的反应，自觉则是对内的，是

一种内在自我的形成（inner self）。他认为，意识偏于外而自觉则向内。[8]意思是说，意识产

生于人的身体和心理应对外界之结果，而自觉则超越了应对外界环境产生的利害得失，可以

用内心的精神力量来豁然看待利害得失。内在精神的自觉在于不需要外力的刺激而自觉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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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生活的意义和自我潜力实现的可能性。梁漱溟是这样描述“自觉”的：“自觉蕴于自心

而已，非以对外也。它极其单纯，通常除内心微微有觉而外，无其他作用。然而人心任何对

外活动却无不有所资藉于此。”[8](61)

我们之所以说这种自觉是独特的，就在于这种日常生活的经验对每个人来说一定是独特

的，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只有当他人的经验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到转化，他人的精神

力量才可能变成自我的精神力量，来影响自我的言行、思维。当然，这种转化也不是自动发

生的。如果在他人的经验那里得到拓展自我生活的启示，它需要强烈的自我意识，即梁所说

的“意识清明中的刚强志气”，[8](32) 对他人的经验进行认识、理解、判断、反思。同时，

精神力量的发展、完善，可以让人获得和宇宙大生命的融通，从而超越个体视野的狭隘和排

他，所以说这种内在精神的自觉同时具有独特性和包容性。

五、一个新的个性观——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

上文讨论了杜威和梁漱溟的关于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观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遥相呼应又

互相补充。杜威强调个体经验的连续性和社会性，自我的形成过程也是“兴趣”的养成过程，

即“社会我”(social self)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创造性地建立了自我和他者（兴

趣发生的对象）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使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互相渗透，进而他者成为自

我的一部分，自我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因为个体的经验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所以兴

趣的养成过程也是基于每个人自身的独特经历完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兴趣的养成不是

在既定目标中实现的，需要个体创造性地寻找和他者的联系，是在一个开放的思维模式中完

成的。只有保持思维的开放性，才可能发现自我的不足和缺失，从而有了和自我之外的他者

不断获得新的联系的必要性，杜威对兴趣的论述体现了自我的养成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开放性：

在对他者的接纳的前提下丰富自我。

梁漱溟所提出的“自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杜威所说的“社会我”，而避免认为

“社会我”等同于自我完全融于社会之中而失去自我独特性。梁漱溟首先认同自觉精神的培

养需要不断吸纳陌生的“他者”而丰富自我。否则，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可能成为僵化不变的

教条，而无法成为指引个体进行当下生活探索的内在动力，个人也就失去了内生的视野，需

要转而依赖外部的权威进行个体生命的建设。自觉精神的形成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地

抵抗住生活中的惯性、惰性，这是一个挑战既定自我的过程，也是向未知的“他者”开放的

过程，把“他者”纳入到“我”的体系中的过程。梁漱溟说，“所谓‘堕落’，就是落在气质

习惯中不能自拔。”[8](190) 如果没有向未知的他者开放的勇气，只有落在已经成型的自我窠

臼中，融通自我和他者的自觉的清明之气也就无法养成。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建立在个体的独特自我得到充分展现的基础上；同时个体所具有的

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又可以促进社会个体之间更为深入的联系。社会和个人不再是互不相干或

者紧张对立的关系，而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个体在自我的生活世界中获得更为

广泛和丰富的体验时，也是“我”在社会中构建一个更为丰富的意义世界的时候。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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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不相干的他者之间找到了有意义的联系从而拓展了“我”之边界的时候，“我”同时

也在自觉地进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设。只有在建设性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发展中，个体

才可以进一步地丰富自我，为其独特的富有想象力的个性获得更深更广的发展空间。这种寻

找有意义的联系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生成的过程。所以说，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的发展，

也是个体道德生成的过程：道德感在个体和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有意义的联系中实现，并不

断接受变化的生活世界的挑战，生成新的道德。[10]由此可以看出，道德不是说教，而是积

极的在生活世界中个性充分发展的过程。

六、结语：个性发展与课程育人

不可否认，通过对基于自我和他者关系基础上的个性观的阐发，杜威和梁漱溟最后都走

到了共同的一点，就是找到自我和世界联系的通道，从而打破了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

所不同的是杜威提倡一点点地从实践经验中拓展个体的疆域，而梁则认为要在一开始智力开

化之时就鼓励进行人生根本问题的思索和探讨，同时进行生活世界中智力、情感、道德、想

象力和美感的培养。

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中自我和他者、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之间的割裂问题出发，通过对

杜威和梁漱溟的思想论述，阐释了个性的独特性同时需要包容性来支持，两者相互依存，并

不是彼此对立的。在学校课程实践中，鼓励个体之间的竞争和表现的做法看似是为个性发展

提供机会，实际上是鼓励排他性的个性养成，并不能很好地培养个体的独特的兴趣以及原创

力，竞赛的标准使得学生容易忽视内在权威的寻找而依赖于外部的标准和要求。在个性教育

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个体对自我的反思，关注内在精神自觉地养成，关注真正的兴趣地

发生，使个体在学习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独特时，不脱离于社会并对社会做出有益的反哺，个

体的道德建设也在这样的互动、反哺中进行。道德是在个体丰富、独特的生活世界中生成的，

而不是来自外在权威的灌输，道德的生成性特点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在生活经验中反思和获

得成长，而不是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灌输。

在学校的课程育人实践中，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创造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表达、分

享自我经验的独特性，并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学生相互之间的独特性得以碰撞、交流、吸收，

从而丰富其独特性，学生的个性在吸收他者的经验中得以丰富。艺术、叙事等形式因其对经

验的包容性，可以更多地应用到日常课程教学实践中，有助于在学校教育中培育学生个性，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建设自我和世界的积极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的快速转型过

程中公共价值和私人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带来的自我迷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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